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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社交媒体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谣言的扩散和传播是学界

和业界共同关注的世界性问题。虽然政府和媒体机构一直致力于打击社交媒体上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谣言，但现实取得的辟谣效果并不理想，其关键原因在于辟谣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

范围远远落后于谣言，造成“传谣易、辟谣难”的现实窘境。抗击“信息疫情”不仅需要依靠权

威来源发布有效的辟谣信息，更需要广大社交媒体用户积极参与辟谣信息的分享和传播。因

此，探究阻碍辟谣信息分享的关键因素，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

要问题。

　　基于中和技术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以个体规范为中介变量，以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为调

节变量，构建调节中介模型，探讨中和技术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抑制过程以及结果意识和责

任归属在此过程中的缓解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来自 514 名社交媒体用户的样本数据，

运用层次回归和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和技术显著削弱社交媒体用户分享辟谣信息的意愿；②个体规范在中

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③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对中和技

术与个体规范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④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负向调节个体规范在中

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当个体的

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水平越高时，个体规范的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研究结果揭示了阻碍社交媒体用户分享辟谣信息的心理机制，明晰了中和技术作用于辟谣

信息分享意愿的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拓展了中和技术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的应用领域，丰富

了已有辟谣研究的范畴，同时也为社交媒体平台管理者提升用户的辟谣信息分享意愿提供了

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提高辟谣信息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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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同时，伴随着大量有

关新冠病毒肺炎的起因、后果、预防和治疗措施的

谣言在社交媒体上滋生和广泛传播，导致了人类历

史上的第一次社交媒体“信息疫情” [1]，不仅误导了

公众对新冠肺炎的科学认知，侵害了社会民众的身

心健康，而且使正确的信息无法得到及时传递，造成

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工作和疫苗接种等相关措

施难以有效执行。为了缓解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负

面影响、净化社交媒体网络环境，社交媒体用户及时、

广泛地传播权威辟谣信息成为最有效的应对方式之

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广大网民更倾向于传播谣

言而非辟谣信息 [2]，呈现出“传谣易、辟谣难”“造谣

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的常见情形 [3]。已有研究表明，

虚假信息比真相传播得更快，也比真相传播的范围

更广 [4]。由于辟谣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远不

及谣言信息，导致谣言往往得不到及时更正，辟谣的

效果大打折扣 [5]。因此，厘清抑制社交媒体用户分享

辟谣信息的关键因素并进而提出缓解策略是一个重

要的研究议题。

在有限的辟谣研究中，多数工作围绕某一特定主

题或具体案例定性地分析辟谣机制或评价辟谣效

果 [6]，较少有定量研究对个体参与辟谣的影响因素和

机理过程进行分析。为了探讨用户辟谣信息分享的

关键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这一重要问题，本研究基

于中和技术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构建有调节的中介

效应模型，以期在理论上揭示中和技术产生作用的

中间过程和边界条件，并就平台如何促进用户分享

辟谣信息提供参考建议。

 1  相关研究评述

当前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

图书情报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计算机

和法学等领域，并从网络谣言的特征、识别、成因、

传播、影响和治理的角度，对谣言特征、识别技术、

谣言成因、传播过程、谣言危害和治理对策等方面

进行探究。其中，网络谣言治理的研究主要围绕辟

谣对策和辟谣效果等问题展开。

辟谣对策的研究关注如何有效开展网络辟谣，包

括行动模式的选择和行为机制的运转，并从辟谣信

息的设计、生成和传播机制的角度，对辟谣主体、辟

谣信息、辟谣渠道和辟谣受众等组成要素的功能特

点和结构关系进行分析。OZTURK et al.[7] 从辟谣信

息的展示形式角度组织实验，探究不同形式的陈述

信息对谣言传播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警告或反驳信

息与对应的谣言信息同时展示时能够减少 Twitter 上
谣言的传播；KIM et al.[8] 同样基于信息展示形式的视

角，探究专家评级、用户来源评级和用户文章评级 3
种不同的信息来源评级机制对抗虚假新闻的有效性，

实验结果表明专家评级和用户文章评级比用户来源

评级对抗虚假新闻的效果更好，更能影响用户对文

章的信任程度，而信任程度又进一步影响用户对文

章的参与程度，如阅读、点赞、评论和分享。该研究

结果证实了信息来源评级是对抗虚假信息的可行措

施。此外，CHUA et al.[9] 从辟谣信息内容设计的角度，

通过对 5 885 条推特信息进行数据编码和内容分析，

识别出辟谣信息比谣言信息较少使用情绪词，表达

更加清晰并且拥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张彬等 [10] 从微

博谣言实践传播演化的角度，构建谣言和辟谣信息

竞争传播模型，实验结果表明提升网民素质和提高

节点接触环境中辟谣信息的接触权重能有效抑制网

络谣言的传播。该研究不仅考虑了辟谣信息，还考

虑了辟谣受众的作用。还有些学者运用案例研究方

法综合分析多个组成要素的作用，唐雪梅等 [11] 以泸

县太伏中学事件为例，探究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辟谣

策略设计问题，认为辟谣策略应从辟谣主体、辟谣时

机、辟谣渠道和辟谣内容 4 个方面考虑，并将这 4 个

方面有效组合、彼此协调，从而提高辟谣信息的可信

度和传播力。另外，辟谣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

究辟谣受众对谣言和辟谣信息的感知和行为反应，

有研究关注辟谣信息对谣言传播的削弱和控制作用。

贾明等 [12] 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发布澄清公告

的辟谣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澄清公告对正

面传闻具有辟谣效果，而对于负面传闻会起反作用；

屈楠伟等 [13] 构建引入用户质疑行为后的博弈模型，

分析辟谣效果达到最佳状态时的约束条件，结果表

明质疑行为有助于提升辟谣效果，但过度质疑会起

反作用。还有一些学者探究受众对辟谣信息的信任

度和接受度，PAL et al.[14] 基于刺激  − 机体  − 反应框架

和锚定效应组织实验，证实了辟谣信息属性能够正

向影响用户的感知功利价值和感知享乐价值，进而

促进用户信任和接受辟谣信息。

然而，上述研究主要将互联网用户看作辟谣受众，

较少考虑普通网民在辟谣过程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

用以及普通网民的不作为对于辟谣效果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认为互联网用户对于发挥网络自净功能有极

其重要的作用，网络谣言治理是一种公共行动，净化

网络空间必须依靠普通网民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方

能达成。因此，本研究从社交媒体用户行为的角度，

探究影响社交媒体用户不愿意分享辟谣信息的关键

因素和应对策略。鉴于辟谣信息分享行为是一种亲

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又与道德因素密切相关 [15]，因

此可以用道德决策相关理论来解释，但已有研究较

少考虑道德决策这一视角。本研究基于中和技术理

论和规范激活理论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

究中和技术是否抑制用户分享辟谣信息的意愿，检

验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是

否存在中介作用，考察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能否调

节这一抑制过程，以期提供对缓解机制的深入理解。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中和技术理论认为人们运用中和技术为自己偏

离规范或越轨的行为进行辩护，以证明这些行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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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正当的 [16]。 SIPONEN et al.[16] 总结了 7 种中

和技术，即否认责任、否认伤害、否认受害者、反击

谴责者、更高层次效忠、功过相抵和必然的狡辩。

否认责任是指个体将自身偏离规范的行为归咎于外

部来源或因素，从而说服自己是由于超出自身控制

范围才导致该行为的发生；否认伤害是指个体声称

自己偏离规范的行为不会对组织财产或其他个体的

利益造成损害，从而证明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否认受

害者是指个体认为偏离规范行为的受害者是罪有应

得，因此受害者承担该行为的后果是合理的；反击谴

责者是指通过质疑制度的不合理或谴责制度实施者

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更高层次效忠是指个体最

初并无违反规范的意图，但当其处于两难境地时，必

须通过违反既定法律或规则体现对更高信念或某一

组织的忠诚；功过相抵是指个体认为自己平时好的

表现可以弥补偶尔的不良行为；必然的狡辩是指个

体认为自己是由于外部压力或威胁而被迫采取某行

为。以上 7 种中和技术中的“行为”在本研究情景下

特指“不分享辟谣信息的行为”。鉴于各个中和技

术变量可被看作描述中和技术整体结构的不同方面，

因此，本研究将中和技术视为包含 7 个变量的二阶形

成性变量，以解释社交媒体用户如何通过自我辩护

的方式合理化不分享辟谣信息的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中和技术对政治暴力 [17]、信息系

统的安全策略遵从 [16]、员工越轨 [18]、员工违规 [19] 和

知识隐瞒 [20] 等行为具有很好的解释效应。根据中和

技术理论，实施偏离规范行为的个体会运用各种中

和技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21]。在本研究情景下，当

个体不愿意分享辟谣信息时，可能会将自己的不作

为归咎于缺乏明确的辟谣政策规定和宣传等外部因

素，合理地认为是由于该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

围才没有参与分享，即否认责任；会辩护自己不参与

分享辟谣信息的行为没有对社交媒体或其他用户的

利益造成损害，即否认伤害；会辩称受害者不应该期

望他人的帮助和分享，他们自己承担后果是合理的，

即否认受害者；会辩称还有其他人也没有分享辟谣

信息，所以不应该只针对自己，即反击谴责者；会表

示自己是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因而才

以不分享辟谣信息为代价，即更高层次效忠；会认为

自己以往的良好表现和积极贡献可以弥补这一次的

不作为，即功过相抵；还可能会声称自己是由于时间

紧迫或很匆忙的原因而没有分享辟谣信息，即必然

的狡辩。从而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当个

体采取中和技术竭力寻找理由为自己不分享辟谣信

息的心理态度提供支撑时，这种自我辩护使个体相

信自己的不作为是合理的，从而降低个体分享辟谣

信息的意愿。基于以上逻辑，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中和技术负向影响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2.2  个体规范的中介作用

规范激活理论最初由 SCHWARTZ[22] 提出，旨在

考察个体参与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因素。该理

论认为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来自内在价值观和道德规

范，当情景有利于激活内在价值体系时，个体更易于

表现出特定的亲社会行为 [22]。规范激活理论对于亲

社会行为和利他行为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被广泛应用于环境保护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如涉及

信息安全政策遵从行为 [23]、节能 [24]、道路交通噪音 [25]、

垃圾治理 [26] 和汽车出行减量 [27] 等问题。规范激活理

论包含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和个体规范 3 个关键变

量，结果意识是指个体对未采取特定行为而导致他

人或其他事物的不良后果的意识，责任归属是指个

体对造成的这些不良后果的感知责任。在本研究情

景下，结果意识反映了个体对社交媒体谣言泛滥导

致的负面影响的意识程度，责任归属反映了个体认

为自己应该对这些负面影响承担责任的程度。可以

看出，中和技术理论的否认伤害和否认责任以“不分

享辟谣信息的行为”为对象，而规范激活理论的结果

意识和责任归属则以“谣言的负面影响”为对象，这

一点也清晰地体现在它们的测量题项上。个体规范

是指个体感知到的参与特定亲社会行为的道德义务，

反映了个体的内在价值和道德准则，而结果意识和

责任归属则为激活内在价值体系创造了条件。

相关研究表明当个体的内在价值体系被激活时，

会刺激个体形成采取特定行为的道德义务感，即个

体规范，这种道德义务感使个体更有可能参与亲社

会行为 [15]。规范激活理论 [22] 对个体规范的作用做出

了理论上的解析，认为个体规范作为内在道德标准

和自我积极预期，是个体参与道德决策相关行为和

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本研究情景下，辟

谣信息分享行为能够消除谣言给社会公众带来的负

面影响，并有助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健康发展和社会

环境的稳定，属于亲社会行为的范畴，因而可以从道

德决策的视角 [28]，运用规范激活理论解释个体的辟

谣信息分享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中和技术可能通过个体的道德认

知和判断 (如道德推脱等 ) 影响个体行为 [19]。个体使

用中和技术竭力为自己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寻求借

口、进行辩解，是为了在道德和道义上说服自己没有

义务执行某项亲社会行为 [29]，从而削弱亲社会动机

和行为意愿。在本研究的辟谣情景下，中和技术也

是通过影响个体的内在价值体系作用于个体的辟谣

信息分享意愿，因此，中和技术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的影响机制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我道德说服过程。当

个体使用中和技术竭力为自己不参与辟谣的行为寻

找一些理由进行辩护时，例如，个体认为自己就算不

分享辟谣信息也没有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即否认伤

害；其他人应该自己学会分辨谣言信息，即否认受害

者；并且自己没有责任去帮助他人弄清真相，即否认

责任；等等。这会导致个体更加确信自己在道德和

道义上没有义务去参与社交媒体上的辟谣行动，从

而进一步降低个体参与辟谣的可能性。因此，本研

究认为中和技术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的内在机制是社交媒体用户通过使用自我辩护的方

式降低了其参与辟谣的道德义务感 (即个体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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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逻辑，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

间起中介作用。

 2.3  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的调节中介作用

人们使用中和技术寻找辩解的借口使自己的行

为正当化、合理化，从而在道德上包容和宽恕自身偏

离规范的行为 [19]，这种作用机制还可能受到自身道

德感知和道德基础的影响。个体会根据内在的道德

准则和道德自觉进行自我调节 [30]，当个体的行为违

背了自身道德标准时就会产生自责和内疚感，从而

会遏制个体采取该行为的倾向 [18]。结果意识和责任

归属是激活个体内在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条件，反

映了个体的自我道德感知和自身道德基础 [22]。基于

规范激活理论，本研究认为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会

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过程 [22]。

当个体对谣言信息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具有较

强的感知时，即个体具有较高水平的结果意识，可能

导致的严重后果 (如影响他人或社会的福利等 ) 会促

使个体为了减轻这种负面结果而激发亲社会动机，

使个体认识到中和技术提供的借口不足以在道德上

包容和理解自己偏离规范的行为，因此，个体更不容

易被自己的辩解说服，中和技术通过个体规范影响

辟谣信息分享的中介机制将被削弱。而当个体具有

较低水平的结果意识时，会认为自己就算不参与辟

谣也不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使个体不参与辟

谣的心理倾向和态度更加合理化，因而个体更容易

被自我道德辩解说服。

同理，当个体认为自己应该对谣言信息导致的消

极后果承担一定责任时，即个体具有较高水平的责

任归属，为了避免自己的不作为导致的负罪感，道德

自觉性促使个体更愿意主动承担，更可能激发亲社

会动机和心理倾向，此时个体更不容易被中和技术

提供的各种借口说服。因此，中和技术通过个体规

范影响辟谣信息分享的中介机制将被削弱。而当个

体具有较低水平的责任归属时，会认为自己不需要

对谣言传播造成的负面后果承担任何责任，这使个

体不参与辟谣的自我辩护更加正当且合理化，因而

个体更容易被自我道德辩解说服。基于以上逻辑，

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 结果意识负向调节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

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即结果意识的水

平越高，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弱。

H3b 责任归属负向调节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

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即责任归属的水

平越高，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弱。

综上所述，本研究整合中和技术理论和规范激活

理论构建研究模型 , 见图 1。从研究模型可知，在抑

制作用的解释上，中和技术通过负向影响个体规范，

从而削弱社交媒体用户的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在缓

解机制的分析上，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对个体规范

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起

负向调节作用，从而削弱了中和技术的负向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以社交媒体新冠

更高层次效忠

否认责任

否认伤害

否认受害者

反击谴责者

功过相抵

必然的狡辩

H
1

H
2

一阶概念

H
3a

H
3b

结果意识

中和技术 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个体规范

二阶概念

责任归属

 

图  1  研究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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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谣言为研究情景，探究用户不分享新冠肺

炎疫情辟谣信息的原因和缓解策略。因此，本研究

中的谣言和辟谣信息均指社交媒体上与新冠肺炎疫

情相关的谣言和辟谣信息。

本研究在问卷设计、调查过程和数据收集等方

面进行严格地控制，以尽可能保证问卷的代表性和

客观性，最大限度地提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

究在众包平台 MTurk 上招募参与者进行预调查和正

式问卷调查，已有多项研究证实在 MTurk 上能够获

得高质量数据 [31]，经常被用于收集关于社交媒体研

究的数据。首先，在预调查之前，邀请管理学专业的

7 名博士研究生和 4 名硕士研究生对所有测量题项

进行评估。其次，在 MTurk 上招募 20 名参与者进行

预调查，并对问卷内容进行评估。根据以上 31 名评

估者对问卷内容和结构提出的建议对原问卷进行修

正和完善，得到用于正式调查的问卷。为了提高问

卷回收质量，在正式问卷中设置筛选题、注意力检验

题和陷阱题。鉴于本研究目的是评估社交媒体用户

的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因此，本次调查的参与者需要

满足两项筛选条件：①他们是社交媒体用户；②他们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曾接收、阅读或分享过辟谣信息。

为了鼓励参与者认真参与调查，向每位完成有效问

卷的参与者提供 0.75 美元的奖励，并且向参与者承

诺问卷信息仅用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保证对参与

者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正式调查最终获得 514 份

有效问卷。其中，女性为 255 人，占 49.611%；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有 353 人，占 68.677%；月收入大于 3 000
美元的有 256 人，占 49.805%；有 415 名参与者较为频

繁地使用社交媒体，占 80.739%。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参考国外研究中成熟的且被广泛应用的

量表测量主要变量，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法，1 为非常

不同意，7 为非常同意。变量的测量题项见表 1。
(1) 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参考 BOCK et al.[32] 开发

的测量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的量表，根据预调查过程

中 31 名评估者提出的修改意见，认为其中一个题项

表  1  测量题项

Table 1  Measurement Items

变量 测量题项

辟谣信息分享意愿(Wts)

Wts 1 今后我会更频繁地与其他社交媒体成员分享辟谣信息
Wts 2 我经常与其他社交媒体成员分享辟谣信息
Wts 3 我打算在未来更频繁地与其他社交媒体成员分享辟谣信息
Wts 4 我将尝试以更有效的方式与其他社交媒体成员分享辟谣信息

否认责任(Dor)
Dor 1 如果没有明确的辟谣相关政策，我可以不参与辟谣
Dor 2 如果辟谣相关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我可以不参与辟谣

否认伤害(Doi)
Doi 1 如果没有对社交媒体用户和平台造成损害，我可以不参与辟谣
Doi 2 如果没有人受到伤害，我可以不参与辟谣

否认受害者(Dov)
Dov 1 我可以不参与辟谣，因为每个人都不应该指望别人的帮助来弄清真相
Dov 2 我可以不参与辟谣，因为每个人都应该依靠自己来识别谣言

反击谴责者(Coc)
Coc 1 许多人没有参与辟谣，所以我也可以不参与辟谣
Coc 2 许多人没有参与辟谣，所以强迫我这么做是不公平的

更高层次效忠(Ahl )
Ahl 1 如果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可以不参与辟谣
Ahl 2 如果我需要放弃更重要的事情，我可以不参与辟谣

功过相抵(Mol )
Mol 1 我觉得我之前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贡献能够弥补我偶尔不参与辟谣
Mol 2 我觉得我之前在社交媒体上的积极参与能够弥补我偶尔不参与辟谣

必然的狡辩(Don)
Don 1 在我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可以不参与辟谣
Don 2 当我很匆忙的时候，可以不参与辟谣

个体规范(PN )
PN 1 我觉得在道德上有义务参与辟谣
PN 2 我个人觉得有义务参与辟谣
PN 3 我对社交媒体上与 COVID-19 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有责任

结果意识(Aoc)
Aoc 1 谣言会引起公众恐慌，破坏社会稳定
Aoc 2 谣言可能对社区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Aoc 3 谣言会造成公众恐慌和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

责任归属(AR )
AR 1 我觉得我对谣言造成的负面影响负有共同责任
AR 2 我觉得我对因谣言引起的问题负有部分责任
AR 3 我认为每个社交媒体用户都应该为谣言引起的问题承担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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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符合现实的辟谣信息分享情景，经本研究团队

讨论后剔除该题项，最终采用 4 个测量题项。

(2) 中和技术。这是二阶形成性指标，包含 7 个

一阶反映性变量，即否认责任、否认伤害、否认受害

者、反击谴责者、更高层次效忠、功过相抵和必然的

狡辩。采用 SUN et al.[20] 开发的测量中和技术这 7 个

变量的量表，每个变量各包含 2 个测量题项。

(3) 个体规范。采用 ZHAO et al.[33] 开发的测量个

体规范的量表，包含 3 个测量题项。

(4) 结果意识。参考 HAN[34] 开发的测量结果意识

的量表，根据预调查过程中 31 名评估者提出的修改

意见，认为其中一个反向测量题项存在歧义，该题项

过于强调辟谣结果而未反映谣言后果，不符合给定

的变量定义，经本研究团队讨论后剔除该题项，最终

采用 3 个测量题项。

(5) 责任归属。采用 HAN[34] 开发的测量责任归属

的量表，包含 3 个测量题项。

(6) 控制变量。为了避免其他相关变量影响研究

结果，参考 HE et al.[35] 和 AWAD et al.[36] 关于辟谣的研

究，本研究将性别、教育经历和收入水平等常见的人

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由于本研究探讨社交

媒体用户的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也将用户对社交媒

体的使用频率作为控制变量。

 4  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由于研究模型中包含二阶形成性变量， Smart
PLS 更适合处理形成性变量 [37]，因此，本研究采用

Smart PLS 软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表 2
给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Cronbach′ s α、复合信度

(CR) 和平均方差萃取 (AVE) 的结果， Cronbach′ s α和

CR 的值均超过 0.700 的临界值标准，表明内部一致性

较好，信度水平较高 [38]。 AVE 值均大于 0.700，超过

0.500 的临界值标准，表明量表的聚合效度较好 [38]。
 

表  2  描述性统计和内部一致性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Internal Consistency Analysi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α CR AVE

Wts 3.943 1.539 0.936 0.954 0.839

Dor 4.074 1.636 0.850 0.930 0.869

Doi 3.933 1.737 0.943 0.972 0.946

Dov 4.493 1.528 0.810 0.913 0.840

Coc 4.048 1.542 0.800 0.909 0.833

Ahl 4.322 1.589 0.801 0.909 0.833

Mol 3.834 1.578 0.918 0.961 0.924

Don 4.473 1.726 0.932 0.967 0.937

PN 3.776 1.700 0.890 0.932 0.822

Aoc 5.278 1.294 0.889 0.931 0.818

AR 3.260 1.607 0.867 0.919 0.791

 
通过 Fornell-Larcker 标准、异质  − 单质比率 (HT-

MT) 和交叉载荷 3 项指标评估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

度。首先，表 3 给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对角线

上的黑体数据为各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可以看出

每个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 [38]，根据 FORNELL et al.[38] 的建议，各变

量通过区分效度检验。

其次，表 4 给出各变量之间的 HTMT 值，结果表

明所有 HTMT 值均低于 KLINE[39] 提出的参考值 0.850，
进一步表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5 给出各变量的主载荷和交叉载荷值，黑体数

据为各变量的主载荷，结果表明每个变量的主载荷

表  3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和 AVE 的平方根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Square Root of AVE for Each Variable

变量 Wts Dor Doi Dov Coc Ahl Mol Don PN Aoc AR

Wts 0.916

Dor − 0.106 0.932

Doi − 0.239 0.346 0.973

Dov − 0.298 0.287 0.276 0.917

Coc − 0.345 0.368 0.489 0.529 0.913

Ahl − 0.265 0.260 0.393 0.513 0.522 0.913

Mol 0.155 0.164 0.166 0.269 0.283 0.297 0.961

Don − 0.222 0.211 0.411 0.454 0.466 0.664 0.261 0.968

PN 0.643 − 0.113 − 0.222 − 0.336 − 0.347 − 0.266 0.205 − 0.320 0.906

Aoc 0.253 − 0.138 − 0.185 − 0.099 − 0.241 − 0.121 − 0.048 − 0.048 0.239 0.905

AR 0.417 − 0.040 − 0.056 − 0.252 − 0.121 − 0.114 0.212 − 0.252 0.641 0.085 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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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异质  − 单质比率检验结果

Table 4  Test Results for Heterotrait − Monotrait Ratio

变量 Wts Dor Doi Dov Coc Ahl Mol Don PN Aoc

Dor 0.117

Doi 0.254 0.385

Dov 0.342 0.344 0.317

Coc 0.399 0.445 0.563 0.657

Ahl 0.299 0.311 0.452 0.630 0.648

Mol 0.168 0.185 0.177 0.310 0.329 0.342

Don 0.236 0.234 0.439 0.523 0.540 0.766 0.279

PN 0.700 0.126 0.240 0.393 0.408 0.306 0.231 0.351

Aoc 0.277 0.158 0.203 0.115 0.287 0.143 0.053 0.050 0.266

AR 0.461 0.048 0.064 0.301 0.145 0.152 0.241 0.281 0.734 0.109

表  5  交叉载荷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for Cross-loadings

变量 Wts Dor Doi Dov Coc Ahl Mol Don PN Aoc AR

Wts 1 0.934 − 0.113 − 0.235 − 0.297 − 0.342 − 0.247 0.135 − 0.221 0.583 0.245 0.374

Wts 2 0.893 − 0.112 − 0.215 − 0.271 − 0.303 − 0.257 0.141 − 0.251 0.618 0.209 0.445

Wts 3 0.938 − 0.103 − 0.250 − 0.275 − 0.318 − 0.260 0.132 − 0.200 0.577 0.230 0.381

Wts 4 0.898 − 0.061 − 0.174 − 0.248 − 0.301 − 0.206 0.158 − 0.137 0.575 0.244 0.322

Dor 1 − 0.118 0.942 0.341 0.289 0.362 0.283 0.160 0.223 − 0.124 − 0.129 − 0.047

Dor 2 − 0.078 0.922 0.301 0.244 0.322 0.195 0.145 0.166 − 0.084 − 0.128 − 0.026

Doi 1 − 0.225 0.353 0.973 0.276 0.487 0.376 0.187 0.384 − 0.206 − 0.188 − 0.046

Doi 2 − 0.239 0.319 0.972 0.261 0.464 0.390 0.135 0.416 − 0.227 − 0.171 − 0.063

Dov 1 − 0.293 0.268 0.232 0.920 0.511 0.522 0.259 0.404 − 0.305 − 0.134 − 0.225

Dov 2 − 0.253 0.259 0.275 0.913 0.458 0.418 0.234 0.430 − 0.311 − 0.045 − 0.237

Coc 1 − 0.332 0.351 0.469 0.502 0.916 0.473 0.254 0.434 − 0.338 − 0.220 − 0.122

Coc 2 − 0.298 0.321 0.423 0.463 0.909 0.481 0.262 0.417 − 0.295 − 0.221 − 0.099

Ahl 1 − 0.317 0.242 0.368 0.534 0.528 0.925 0.289 0.646 − 0.312 − 0.115 − 0.179

Ahl 2 − 0.157 0.232 0.350 0.395 0.420 0.901 0.251 0.562 − 0.164 − 0.105 − 0.018

Mol 1 0.134 0.163 0.168 0.281 0.281 0.311 0.967 0.285 0.173 − 0.040 0.173

Mol 2 0.166 0.152 0.149 0.233 0.262 0.256 0.956 0.212 0.224 − 0.054 0.240

Don 1 − 0.218 0.228 0.408 0.435 0.467 0.648 0.258 0.969 − 0.294 − 0.047 − 0.235

Don 2 − 0.211 0.179 0.388 0.444 0.435 0.638 0.247 0.967 − 0.326 − 0.045 − 0.254

PN 1 0.633 − 0.116 − 0.232 − 0.339 − 0.368 − 0.267 0.142 − 0.307 0.938 0.253 0.558

PN 2 0.639 − 0.135 − 0.249 − 0.339 − 0.342 − 0.281 0.177 − 0.299 0.935 0.215 0.545

PN 3 0.467 − 0.052 − 0.116 − 0.228 − 0.225 − 0.168 0.245 − 0.261 0.843 0.178 0.649

Aoc 1 0.240 − 0.140 − 0.197 − 0.117 − 0.236 − 0.114 − 0.062 − 0.045 0.221 0.916 0.090

Aoc 2 0.208 − 0.109 − 0.176 − 0.082 − 0.232 − 0.107 − 0.030 − 0.009 0.195 0.885 0.029

Aoc 3 0.237 − 0.124 − 0.132 − 0.069 − 0.190 − 0.106 − 0.037 − 0.070 0.230 0.913 0.105

AR 1 0.399 − 0.043 − 0.028 − 0.248 − 0.102 − 0.112 0.184 − 0.212 0.557 0.041 0.892

AR 2 0.349 − 0.007 − 0.006 − 0.197 − 0.038 − 0.040 0.247 − 0.209 0.577 0.006 0.918

AR 3 0.364 − 0.057 − 0.114 − 0.227 − 0.184 − 0.151 0.135 − 0.252 0.575 0.179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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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其所有的交叉载荷，再次说明各变量之间具

有理想的区分效度。另外，本研究采用方差膨胀因

子 (VIF) 检验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所有 VIF 值均低

于 5，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0]。

中和技术作为二阶形成性变量，通过检验权重

和 VIF 值评价该指标的效度 [41]。表 6 给出二阶形成

性变量中和技术的效度分析结果，7 个维度的权重均

显著，且所有维度的 VIF 值都在 2.200 以下，表明二阶

变量具有较好的效度。
 

表  6  二阶形成性变量中和技术的效度分析

Table 6  Validity Analysis of Second-order Formative
Variable of 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二阶变量 一阶变量 权重 t VIF

中和技术

否认责任 0.149*** 9.261 1.229

否认伤害 0.221***
18.209 1.464

否认受害者 0.220***
20.497 1.614

反击谴责者 0.238***
23.759 1.873

更高层次效忠 0.232***
22.455 2.130

功过相抵 0.103***
4.633 1.140

必然的狡辩 0.261***
23.548 1.948

　　注： ***为p < 0.001，下同。

 
 4.2  共同方法偏差和无响应偏差

由于问卷调查中的题项均由同一参与者在同一

时间填答，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此，本研

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此进行分析。首先，将

χ2

df

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提取出的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7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度

为 29.824%，小于参考值 40%。其次，运用 Amos 软件

进行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将所有题项负荷于一

个共同潜因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的各项指标较差，

 = 20.481，NFI = 0.485，RFI = 0.424， IFI = 0.497，TLI =

0.436，CFI = 0.496，RMSEA = 0.195。因此，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为了评估无响应偏差，本研究比较了早期受访者

与晚期受访者，即最初收到的 60 份问卷与最后收到

的 60 份问卷，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所有变量

的均值。结果表明两组数据在性别、教育经历、收

入、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以及各研究变量上均无显著

差异。因此，不存在显著的无响应偏差问题。

 4.3  假设检验和研究结果

本研究提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意味着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是由一个中介变量传递的，而这个中

介作用受到调节变量取值的影响。本研究对研究模

型采用标准的检验步骤，使用结合 bootstrap 的 OLS 回

归方法，并对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以解释和避

免共线性问题。

 4.3.1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法对主效应和中介效应进

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7。由表 7 可知，模型 1a 给出

性别、教育经历、收入水平和社交媒体使用频率 4 个

控制变量对个体规范的回归结果；模型 1b 在模型 1a
的基础上加入中和技术，中和技术对个体规范有显

著负向影响，β = − 0.461，p < 0.001。模型 2a 给出 4 个

控制变量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回归结果；模型 2b
在模型 2a 的基础上加入中和技术，中和技术对辟谣

表  7  主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for Main Effects

个体规范 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2c

自变量

中和技术 − 0.461*** − 0.396*** − 0.143**

个体规范 0.549***

控制变量

性别 − 0.290 − 0.370* − 0.307* − 0.376** − 0.173

教育经历 0.244** 0.206* 0.144 0.112 − 0.002

收入水平/月 0.052 0.059 0.007 0.013 − 0.020

社交媒体使用频率 0.026 − 0.006 0.113 0.085 0.089

R2 0.038 0.124 0.024 0.101 0.424

F 5.067*** 14.432*** 3.113* 11.462*** 62.166***

　　注： **为p < 0.010， *为p < 0.05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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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享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β = − 0.396，p < 0.001，
H1 得到验证；模型 2c 在模型 2b 的基础上加入个体规

范，中和技术和个体规范均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具

有显著影响，而 4 个控制变量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均

无显著作用。结合常识和已有研究结果 [42]，教育经

历可能是预测个体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较高的

教育经历通常意味着个体具有更高的知识素养水平，

本研究预期较高的教育经历会促进个体的辟谣信息

分享意愿。然而，在本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研

究情景下，教育水平对个体分享辟谣信息的意愿无

显著影响。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新冠肺炎病毒

是 2019 年末被发现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本研究

开始时，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的普及

还不够彻底和全面。因此，无论是接受过较高教育

还是较低教育的个体，对于该病毒的起因、后果和治

疗等谣言或辟谣信息都缺乏准确辨别的知识和能力，

导致他们的态度和反应没有显著差异。二是社交媒

体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其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知

识和搜索信息的主要方式之一，个体均具有相同的

机会从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知识。

因此，无论是受过较高教育还是较低教育的个体，在

新冠肺炎病毒方面的知识素养水平可能没有显著区

别，导致二者对辟谣信息的态度和反应无明显差异。

同时，控制变量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无显著影响的

这一结果也侧面突显了个体规范和中和技术对辟谣

信息分享意愿的重要解释作用。

为了进一步检验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本研究运

用 Spss  Process[43]，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8。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

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 − 0.254，
95% 置信区间为 [− 0.331，− 0.177]，不包含 0，表明个

体规范的中介效应显著。中和技术对辟谣信息分享

意愿的直接效应值为− 0.143，95% 置信区间为 [− 0.242，
− 0.044]，表明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

意愿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H2 得到验证。
 

表  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8  Test Results for Mediation Effects

中和技术 → 个体规范
→ 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效应量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间接效应 − 0.254 0.040 − 0.331 − 0.177

直接效应 − 0.143 0.050 − 0.242 − 0.044

 
 4.3.2  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运用 Spss Process 插件 [43]，采用 bootstrap 方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检验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对中

和技术与个体规范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表明，结果意识对中和技术与个体规范之间的关系

存在调节作用，β = 0.098，p = 0.020。将结果意识按照

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为高和低，图 2 给出在不同结

果意识水平下中和技术与个体规范之间的关系。由

图 2 可知，当个体的结果意识处于更高水平时，中和

技术对个体规范的负向影响更弱。此外，责任归属

对中和技术与个体规范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β = 0.137， p < 0.001。将责任归属按照均值加减一个

标准差分为高和低，图 3 给出在不同责任归属水平下

中和技术与个体规范之间的关系。由图 3 可知，当个

体的责任归属处于更高水平时，中和技术对个体规

范的负向影响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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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果意识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s of 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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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责任归属的调节作用

Figure 3  Moderating Effects of Ascribed Responsibility

 
 4.3.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当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因变量的中介作用

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时，便存在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对调节变量的较高与较低取值情况进行比较，以均

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作为调节变量的较高和较低取值，

检验在这两个取值条件下中介作用的差异，如果差

异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认为被调节的中介作

用显著。

本研究采用 Spss Process 插件 [43] 对被调节的中介

作用进行检验。首先，检验结果意识的调节中介作

用。在 Process 中设定自变量为中和技术、因变量为

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中介变量为个体规范、调节变

量为结果意识，以及控制变量为性别、教育经历、收

入水平和社交媒体使用频率，bootstrap 随机抽样的次

数设定为 5 000，bootstrap 检验结果表明，中和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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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意识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 β = 0.098， 95% 置

信区间为 [0.015，0.181]，不包含 0。表 9 给出被调节的

中介作用 bootstrap 检验结果。由表 9 可知，在低水平

结果意识条件下，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显著， β =
− 0.299， 95% 置信区间为 [− 0.397， − 0.190]，不包含 0；
在高水平结果意识条件下，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显

著， β = − 0.159， 95% 置信区间为 [− 0.254，− 0.065]，不
包含 0。结果意识高、低两个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值

为 0.140， 95% 置信区间为 [0.010， 0.249]，不包含 0，表
明间接效应差异显著。此外，有调节的中介指数显

著，β = 0.054，95% 置信区间为 [0.004，0.096]，不包含 0。
以上结果均表明，结果意识水平越高，个体规范在中

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弱，

H3a 得到验证。

其次，检验责任归属的调节中介作用。在 Pro-
cess 中设定自变量为中和技术、因变量为辟谣信息

分享意愿、中介变量为个体规范、调节变量为责任

归属，以及控制变量为性别、教育经历、收入水平和

社交媒体使用频率，bootstrap 随机抽样的次数设定为

5 000，bootstrap 检验结果表明，中和技术与责任归属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 β = 0.137， 95% 置信区间为

[0.079，0.195]，不包含 0。表 9 给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bootstrap 检验结果。由表 9 可知，在低水平责任归属

条件下，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显著，β = − 0.281，95%
置信区间为 [− 0.375，− 0.191]，不包含 0；在高水平责

任归属条件下，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β =
− 0.038， 95% 置信区间为 [− 0.101， 0.038]，包含 0。责

任归属高、低两个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值为 0.243，
95% 置信区间为 [0.139，0.363]，不包含 0，表明间接效

应差异显著。此外，有调节的中介指数显著， β =
0.075，95% 置信区间为 [0.043，0.112]，不包含 0。以上

结果均表明，责任归属水平越高，个体规范在中和技

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弱，H3b 得

到验证。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整合了中和技术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探

究影响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关键因素，验证了个体

规范的中介作用以及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的调节作

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和技术显著负向影响辟谣信

息分享意愿；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

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均

负向调节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

之间的中介作用，即结果意识或责任归属的水平越

高，个体规范的中介作用越弱。

 5.2  理论贡献

本研究基于中和技术的视角，探究阻碍社交媒体

用户分享辟谣信息的关键因素，并通过整合中和技

术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建立了包含抑制作用和缓

解机制的研究模型。总体而言，本研究具有以下 3 点

理论贡献。①在研究视角上，回答了社交媒体用户

为什么不愿意分享辟谣信息这一重要且较少被研究

的问题。本研究通过中和技术的理论视角，从社交

媒体用户进行自我辩护的心理机制出发，对这一问

题进行探讨。本研究不仅拓宽了现有辟谣参与行为

的研究范畴，为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相关研究工作

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将中和技术理论引入亲社

会行为抑制研究中，拓展了中和技术的理论适用边

界。②本研究将道德决策理论引入网络用户信息行

为研究领域。一方面，通过整合中和技术理论与规

范激活理论，提出并检验了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阻

碍辟谣信息分享意愿过程中的传递机制，从而深化

了对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意愿之间作用机制的

理解。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具有

重要的启示。鉴于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黑暗面 (dark
sides of IT) 成为信息系统领域的重要研究热点和前

沿，本研究呼吁中国信息系统学者更多地从道德决

策和伦理推理的角度开展相关用户行为研究。③本

研究不仅阐释了中和技术阻碍社交媒体用户分享辟

谣信息的内在过程，也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

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结果意识和

责任归属对中和技术通过个体规范影响辟谣信息分

享意愿的过程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从而识别了中和

技术产生作用的边界条件，证实了结果意识和责任

归属所产生的缓解机制。因此，本研究不仅提出了

表  9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Bootstrap检验结果

Table 9  Bootstrap Test Results of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效应 调节效应

调节变量：结果意识 调节变量：责任归属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个体规范的
间接效应

低水平 − 0.299 0.052 − 0.397 − 0.190 − 0.281 0.047 − 0.375 − 0.191

高水平 − 0.159 0.048 − 0.254 − 0.065 − 0.038 0.035 − 0.101 0.038

组间比较 0.140 0.061 0.010 0.249 0.243 0.057 0.139 0.363

有调节的中介指数 0.054 0.024 0.004 0.096 0.075 0.018 0.043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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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理论解释，也给出了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

 5.3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社交媒体平台管理者如何激励用户分

享辟谣信息、建设良好的社交媒体平台环境具有重

要的实践启示。①中和技术负向影响辟谣信息分享

意愿。因此，为了鼓励社交媒体用户的辟谣信息分

享行为，平台管理者应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消除用户

不分享辟谣信息的顾虑。例如，如果管理者认识到

平台用户可能使用否认伤害的中和技术，则可以更

多地宣传如果辟谣信息得不到广泛传播，谣言信息

将继续误导用户认知，可能给社会公众带来巨大危

害和损失。②个体规范在中和技术与辟谣信息分享

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个

体规范的形成，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提升至关重

要。为了激发个体分享辟谣信息的道德义务感，可

以开展一些围绕辟谣价值的引导活动和社会道德教

育，同时也可以通过展示一些社会规范信息使用户

感受到平台良好的辟谣氛围，从而意识到自身参与

辟谣的道德义务。例如，给予用户类似“您的好友  × ×
已分享此条新冠肺炎疫情辟谣信息”或“我们十分

期待您分享此条新冠肺炎疫情辟谣信息，您的分享

将促进社交媒体平台的健康发展”等反映平台辟谣

道德氛围的信息提示。③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通过

个体规范缓解了中和技术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抑

制作用。因此，平台应采取措施刺激个体的结果意

识和责任归属。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展示呼吁

分享辟谣信息的标语和口号，突出谣言信息继续散

播的严重消极后果，并且强调社交媒体用户应该对

这些消极后果承担共同责任。

 5.4  研究局限和展望

①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为研究情景，仅聚

焦于辟谣参与行为中最常见且最典型的辟谣信息二

次分享行为，后续研究可探究其他情景下、其他类型

的辟谣参与行为。②本研究在众包平台 MTurk 招募

参与者，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可能对研究结果有

所影响，后续研究可以从不同平台和国家收集样本，

并进行对比研究。③现实生活中的部分辟谣信息存

在真假难辨的问题，辟谣信息的可信度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个体的分享意愿，后续可对此进行拓展研

究，进而深化对辟谣信息分享机制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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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ion Effect and Mitigation Mechanism of 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on the Sharing of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SHEN Xiaoliang1，WU You2，DING Yitong2，KANG Yue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related rumors on social media is a world-
wide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to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Although official  governments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committed to combating social media rumors related to COVID-19, the realistic effects are not satisfactory. The key reas-
on is  that  the  spread  speed  and  scope  of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lags  far  behind  that  of  rumors,  resulting  in  the  real  di-
lemma of “easy to spread rumors and difficult to refute them”. Fighting the infodemic requires not only the release of effect-
ive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from authoritative sources, but also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media users in the shar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Therefore, exploring what factors inhibits social media users′ willingness to
share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urgently addressed.
　　Based on the neutralization theory and norm activation theor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consider-
ing personal norms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 and ascribed responsibility as moderating vari-
ables. Our research model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on the sharing of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and the mitigation mechanisms exerted by 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 and ascribed responsibility. The question-
naire survey method is adopted to collect the sample data from 514 social media user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d boot-
strap methods are used to test the main effect, mediation effect, moderation effect and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significantly weaken social media users′ willingness to share rumor-re-
futing information; ②Personal norms have a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and
willingness to  share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③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  and  ascribed  responsibility  have  a  negative
moderation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and personal norms; ④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 and
ascribed responsibility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ersonal norms between 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and will-
ingness to share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that is, there ar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Specificall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 and ascribed responsibility, the weaker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ersonal norms, and vice versa.
　　The study conclusions reveal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at inhibits social media users from sharing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and clarif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effect of the 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on will-
ingness  to  share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Moreover,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neutralization  theory  and
norm activation theory,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scope of existing rumor combating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tar-
geted suggestions for social media platform managers on how to facilitate users′ willingness to share rumor-refuting informa-
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issemination range and influence of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Keywords： sharing  of  rumor-refuting  information； neutralization  techniques； personal  norms； 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
ascribed responsibility；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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